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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许晓静a,b,邵腾伟a

(重庆工商大学 a.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b. 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重庆　 400067)

摘要: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31 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指标,结合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及空间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

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平台经济发展。 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激发平台创业活

力赋能平台经济发展。 非线性检验揭示了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呈现“先高后低再高”的动态门槛特征。
区域异质性显示,平台经济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梯度格局,且数字金融效应在东部最为显著。
空间计量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表明,完善数字金融体系能有效提升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效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研究结论为优化区域数字金融资源配置、通过数实

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数字金融;平台经济;平台创业;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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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健

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阐述中强调,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

度[1] 。 当下,平台经济暖风频吹。 平台经济作为以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支撑的新型经

济范式,已成为新质生产力体系中具有创新动能和变革影响力的领域[2] 。 平台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产业链

优化、经营转型的赋能作用日益凸显。 202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

调通过“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等六大行动优化民营经济结构[3] ,为新时代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方向。 在这一进程中,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形态,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 头部平台企业,例如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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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美团等,多数是民营性质,它们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中扮演着先锋角色。 而众多中小型民营企业

作为平台经济的“小业主”,共同构成了平台经济的生态基础[4] 。 电商、支付、物流等平台,以数字技术为纽

带,构建多边市场网络,对突破民营实体经济在技术壁垒、融资难题、产业链不畅等方面的发展瓶颈起到了

关键作用。 然而,平台经济具有网络效应和马太效应,暴露出双面性问题。 在持续的政策法规引导和平台

企业内部治理后,我国平台经济正迈向新的发展阶段,为实体经济和数字金融的深度融合创造更多可能。
金融活,经济活。 数字金融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可为平台企业提供精准信贷、风险管理和支付

结算支持。 202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建设金融强国,明确做好科技金融、数字金

融等五大文章,提高支持实体经济效能。 随着以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广泛应用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不断深化,数字金融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些学者把支付宝的推出看作数字金融在中

国的起点。 广义上,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展金融业务的金融模

式[5] 。 数字金融的发展创新了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通过促进创业、企业融资等机制提升了金融服

务民营经济的能力[6][7] 。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互联网平台等列入第 4 类“数字要

素驱动业”,数字金融列入第 5 类“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现有研究多聚焦数字金融对传统产业的赋能,
而平台经济作为新型组织形态,与数字金融的互动机制尚不明确。 那么,数字金融能否提升平台经济发

展? 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测度? 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深度契合我国当前加快建设

金融强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意蕴,对于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民营实体经济的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

以下几点:第一,秉持金融功能理论和数字金融理论,探讨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效应,丰富了数字

金融与平台经济的理论研究。 第二,探究数字金融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平台经济,通过验证平台创业为

中介变量的作用机制,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三,通过固定效应、门槛效应、中
介效应、空间效应模型对数字金融与平台经济的关系展开了较为翔实的检验,以期更准确地反映数字金

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一、文献梳理与评述

首先,本文研究内容与数字金融的功能紧密相关。 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具有价值制度、
支付手段、流通手段等五大职能,货币的职能服务于商品流通。 货币是金融的基础要素,而金融的核心是

信用(王国刚,2019) [8] 。 其次,金融功能观认为,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金融,为数字金融

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数字金融的金融属性和功能依然稳定且得以改善。 数字金融的本质是金融,
是金融与数字技术结合的新金融模式,具有相应的金融功能链的金融业态。 金融功能理论、新信用理论

构成了数字金融的理论结构(吴晓求,2015) [9] 。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数字金融在金融功能上的

进步,如数字金融优化了货币流动手段,提高了支付手段的便捷性,促进货币形态改变 (黄益平,
2022) [10] ,创新金融工具,改善信息不对称等传统金融结构的问题,从而提升金融功能的发挥效率(王定

祥等,2023) [11] 。 也有一些学者从技术赋能的视角认为,数字金融是金融系统和信息系统联合设计、联合

优化和联合创新而成的,体现了数字化表征的新金融(丁晓蔚,2021) [12] ,特别是区块链技术,触动了金融

的根本即信任和信用,扩大了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邹静等,2021) [13] 。
其次,本文与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关。 在宏观层面,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新的金融服务模

式,数字金融的网络性改善了金融的服务功能,对数字经济发展有驱动性作用(王仁祥,2022) [14] 。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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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张勋等,2021) [15] 。 在微

观层面,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陆凤芝,2022) [16] 。 一方面,数字金融利用数据

要素的价值,从实体经济的商业信息中挖掘出新的信用价值,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可

得性,提升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藤磊,2020) [17] 。 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具有普惠性、靶
向性的特征,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民营实体数量的增长(赵涛等,2020;汪亚楠等,2020) [18][19] 。

再次,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载体(夏杰长等,2023) [20] 。 它以数字技术为核心

要素,以数据为驱动力,通过平台作为载体和网络协同运营的经济活动单元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陆岷

峰,2023) [21] 。 有学者基于网络理论和双边市场论,总结出平台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网络效应、锁定效应、
信任机制等特征(尹振涛

 

等,2022) [22] 。 然而,这些特征在平台经济的发展中暴露出一些效率与公平之

间的矛盾。 如由于平台经济具有负向网络外部性(Wilbur
 

K
 

C,2008) [23] 和跨平台网络外部性(Reisinger
 

et
 

al,2009) [24] ,平台企业在竞争中损害消费者福利。 平台经济的锁定效应、规模经济特征(谭家超等,
2021) [25] ,引发平台数据的集中、滥用,进而形成资源垄断,平台劳动者收入分配等问题(李力行等,2022;
Edward

 

W,
 

2020) [26][27] 。 因此,要实现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需克服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如大平台垄断、大数据“杀熟”、隐私侵犯、数据泄露等问题(Larsson
 

S,2021;孙晋,2021) [28][29] 。
最后,具体到金融与平台经济的研究,有学者发现一个成长中的平台需要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本来促

进边缘用户之间的互动(Morales-Pérez
 

S
 

et
 

al,2022) [30] 。 平台经济的支付工具在消费者和平台企业之间

存在间接外部性,支付工具的充分利用能提高平台企业的盈利水平(李允尧等,2013) [31] 。 还有学者基于

数字金融的网络属性认为,金融工具的创新及服务功能的拓展能够提升平台经济运行的数字化程度

(Gawer
 

A,2021) [32] ,从而使网络效益很容易突破地理上的限制而实现平台经济在更大区域的扩展(Cu-
sumano

 

M
 

et
 

al. ,2020) [33] 。
据此,尽管已有学者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关注到信任机制、网络效应对平台经济发

展的影响,但并没有将数字金融与平台经济纳入一个框架展开直接研究。 平台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一种

创新形态,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而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的重要业态,研究数字金融对平台

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以数实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通过构建平台经济评价体系,测算了 2013—2021 年 31 个省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运用中介效

应、门槛效应、空间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以期为相关政策提供参

考,以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支持功能,推动平台经济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效应

数字金融是建立在更有效地实现金融功能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金融业态,其根本理论仍然是金

融功能理论(吴晓求,2015) [9] 。 数字金融的核心功能仍是服务实体经济。 而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载体,其发展需要数字金融的支持。 理论上,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效应包括

以下 4 个方面:
第一,数字金融提升平台经济的结算效率,即规模效应。 数字金融具有覆盖面广、边际成本近乎为零

等网络效应和长尾效应的特征,所提供的在线支付、虚拟账户等金融结算功能具备灵活、便捷、快速和安

全等优点,增加了交易总量。 以数字人民币为例,作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和数字金融的核心环节,数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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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账户宽松式耦合设计,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契合平台经济因网络效应发挥不畅而出现的痛点,
活跃平台经济的分布式资本市场和在线化交易量,扩大了平台经济的交易规模。

第二,数字金融为平台企业提供了决策数据,即信息效应。 数字金融通过在支付、结算中记录的数据

资源,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为平台企业和商户提供丰富的数据和洞察。 这些数据和洞察能够帮

助平台企业、商户、监管部门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预测趋势,优化运营决策。 具体而言,数字金融通过电

子支付、电子交易等渠道,为平台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实时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交易记录、用户行为、市场

潜力等,能够帮助企业全面了解市场状况和消费者需求。 根据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能够提升供应链

效率、优化库存管理、降低运营成本等。
第三,数字金融提升平台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即成本效应。 数字金融具有普惠性和靶向性的特征。

数字金融业务的参与者中有一部分是“长尾客户”,资金总额较低且地理分布高度分散,风险的识别与承

受能力相对较弱,传统金融很难满足这些实体企业的融资需求。 而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结构性匹

配,金融交易信息渗透在持续性、高频率、以信用为担保的交易过程中,能够更真实、动态地反映交易主体

的信用和履约能力,既拓宽商业信任通道,搭建实体经济从外部获取社会资本和金融支持的渠道,也为实

体企业的融资需求和信用水平精准画像,进而匹配适宜的金融产品。 数字金融的这些特征为平台企业和

商户创造新的商业信用机制,降低借贷成本,使其能够以更低的利率和更灵活的还款方式获得资金支持。
第四,数字金融可提升平台经济的风险管理效率,即风控效应。 平台经济的网络外部性、锁定效应等

特征,使其存在着信任、支付和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而数字金融是以基于区块链的可信大数据模型为支

撑,可消减信用风险,并对风险进行穿透式监管,能更好地预测风险事件(丁晓蔚,2021) [12] ,可为平台经

济构建更好的信贷风控机制,为欺诈检测、风险评估和争议解决提供处理方案。 例如以互联网征信为代

表的数字金融产品,利用大数据模型良好的预测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等信贷风险。 未来,分布式记账和

智能合同等技术日渐成熟,数字金融将为平台经济风险控制提供更多的支持方式。
因此,文章提出假设 1: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平台经济发展。

(二)
 

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作用机制

平台企业是平台经济的重要载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在对平台经济定义的阐释中强调,平台企业是平台经济的核心。 Edward

 

W(2020) [27] 和 Morales-Pérez
 

S

等(2022) [30]指出,平台创业,即参与平台经济活动的新创平台企业,是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使得创立平台企业的成本降低,促进初创平台企业的激增。 而数字金融拓展了电子商务

发展的空间和维度,扩大了电商平台的发展深度和广度,释放了共享经济领域的新创企业数量(张林等,
2020) [34] 。 这些研究为本文分析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机制打开了新的视野,具体而言:

首先,数字金融为平台企业搭建多维的信用通道,降低融资成本,激发平台企业的创业活力。 根据网

络经济理论,当金融为新创平台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则可能导致初创平台企业能够承受更大的竞争压

力而与现有平台企业抗衡(Martin
 

Kenney,2020) [35] 。 平台企业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市场推广、技术

研发等方面。 数字金融提供的便捷的融资工具,如众筹、网络小贷等,为平台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

源。 当平台企业增加而致使平台经济竞争更充分时,可以抑制大平台资源垄断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
其次,数字金融能够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平台创业的融资诉求予以精准画像。 投资者可以更好地

理解平台企业的融资诉求和创业潜力,提高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和平台企业的创业成功率。 例如电子合同

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强合同的安全性和透明度,提高平台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度;隐私计算技术的

应用能够保护平台企业数据的隐私,减少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风险;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技术的应用则可

311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2 卷

以实现金融交易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交易的效率和可靠性(肖婷,2023) [36] 。 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可

以促成平台企业、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多维连接,释放平台企业的创业活力。
 

综上所述,文章提出假设 2:平台创业是数字金融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中介机制。

(三)
 

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影响的非线性效应

首先,数字金融和平台经济都具有数字经济的属性,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与互联网用户

数的平方成正比。 当数字金融用户数到达一定阀值时,数字金融的使用广度就会呈指数级增长,进而达

到更大规模。 数字金融使用广度越大,单个节点的共享价值就越大。 当前,我国全民数字化程度持续提

升,在手机等移动通信设施的支持下,数字金融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逐渐降低,产生的效益呈现指数形

式的增长(王文姬等,2023) [37] 。 数字金融的使用范围越广,使用频率越大,在算法算力的赋能下,可以对

平台企业的支付、结算、信贷等数据加工,实现时间轴和空间轴的价值流通,对平台企业和商户的资金融

通、经营决策可能产生几何级的价值增长。
其次,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会受到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

(2021)表明,数字金融在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就需要依赖使用深度的增长空间

来促进数字金融的发展。 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2011—2020 年的发展趋势显示出了非线性增长趋势。 因

此,可能存在当数字金融发展到某一水平时,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会出现拐点。 另有一些研究表明,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不均衡,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信息化设施

水平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邓丽媛,2023) [38] 。
最后,数字金融参与用户越多且依赖程度越高,支付功能更完善,信贷功能更有效,对平台创业的刺

激作用越大。 数字金融通过激励平台创业,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的完善。 据此,本文提出

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数字金融门槛下,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
假设 4:平台创业门槛下,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为探究数字金融能否促进平台经济发展,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PE i,t =α0 +α1Dfini,t+αcControli,t+μi+δt+εi,t (1)

其中,PEi,t 表示省份 i 在时期 t 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Dfini,t 表示省份 i 在时期 t 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Control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含经济聚集程度(Eagg)、财政分权(Fdec)、教育投入(Einp)及科技投入

(Tinp)。 μi 表示控制省份固定效应,δt 表示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对数字金融与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的探讨,引入中介变量 Pent 构建中介

效应检验模型,见公式(2)、公式(3)。 根据温忠麟等(2004) [39]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可通过综合分析回归

系数 β1、γ1 及 γ2 的显著性和大小判断平台创业是否为数字金融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中介变量。
Penti,t =β0 +β1Dfini,t+βcControli,t+μi+δt+εi,t (2)

PE i,t =γ0 +γ1Dfini,t+γ2Penti,t+γcControli,t+μi+δt+εi,t (3)
此外,为进一步验证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构建门槛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具体形式

如下(以单门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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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i,t = θ0 +θ1Dfini,t×I(di,t≤φ)+θ2Dfini,t×I(di,t>φ)+θcConi,t+μi+δt+εi,t (4)
其中,di,t 为门槛变量,取数字金融或平台创业,I(·)为门槛变量的示性函数,当括号内事件为真时取 1,
否则为 0。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 平台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已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维度展开,如张俊英(2019) [40] 以互联网+指

数对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余文涛(2020) [41]采用互联网交易额为指标衡量平台运行水平,纪

园园等(2022) [42]从平台化交易、平台化基础设施、平台化产品三个维度构建了平台经济发展指数。 本文

认为平台经济的评价体系还应该包含发展不规范、不充分的问题,把有助于平台经济发展的正向指标以

及阻碍平台经济发展的负项指标纳入测度指标,构建更细颗粒度的评价体系。 由此,在数据可得性、多维

复合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照已有文献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的思路,本文以平台经济基础建设、平
台运行、发展活力、公平分配以及规范经营 5 个维度设立一级指标,再整理出 9 个二级指标(见表 1),运
用熵权法,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指数(PE)。

表 1　 平台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属性

基础建设

光缆长度 光缆线路长度 / 公里 +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接入数 / (户 / 百人) +

移动电话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 / (部 / 百人) +

平台运行
电商销售额 电子商务销售额 / 亿元 +
电商采购额 电子商务采购额 / 亿元 +

发展活力
参与企业数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 / 个 +

快递量 快递量 / 万件 +
公平分配 行业收入差距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全行业平均收入差异倍数 -
规范经营 行政处罚数 与平台经济相关行政处罚数 / 件 -

图 1 为 2021 年中国各省份平台经济发展指数测算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区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从区域来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

>中部>西部>东北”的空间格局,东部遥遥领先,其余地区发展水平较低。 此结论与《互联网经济蓝皮书:中
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2022)》公布的 2021 年全国各省份互联网经济发展指数基本一致,验证了本文平台

经济发展指数测度的合理性以及可靠性。 图 2 展示了 2013—2021 年全国平均平台经济发展指数以及数字

金融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到样本期内伴随着数字金融的不断发展,平台经济发展指数也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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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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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数字金融指数引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图 2　 平台经济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2. 数字金融指数及平台创业

数字金融具有金融的本质属性和功能,比如支付宝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移动支付工具,优化了金融清

算支付和结算支付服务功能。 本文基于金融功能理论,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金

融发展水平(Dfin)。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通过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3 个维

度共 24 个子指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测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数字

金融的发展情况,为数字金融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数据,该指数也已受到学者们广泛应用。
平台创业(Pent),使用各地区新增注册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等平台经济相关企业数表示,并

通过极值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缩放。
3. 控制变量

为更加准确地分析平台经济发展中数字金融的影响效应,还需考虑对平台经济发展可能产生影响的

控制变量。 结合数字金融特征和平台经济特征,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经济聚集程度(Eagg),用地区就

业总人数比上地区面积表示,即单位面积就业人数,经济聚集程度可能会影响数字金融的普及及平台经

济的发展。 (2)财政分权(Fdec),地区财政预算内收入比预算内支出,财政分权下,政府的“有形之手”会

对市场产生干预,从实际来看,政府会限制平台经济的无序扩张。 (3)教育投入(Einp),政府教育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教育投入可以提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 (4)科技

投入(Tinp),政府科技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科技研发投入可以提高科技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为平

台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31 个省份数据,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指标。 行政处罚

数据来自北大法宝数据库,通过筛选平台经济相关的行政处罚,分时间和省份进行统计。 衡量平台创业

变量时,新增注册平台相关企业数通过天眼查获取新增企业注册信息,并按行业进行相关统计。 数字金

融指数引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除以 100。 其余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含义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PE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 279 0. 203 0. 120 0. 083 0. 795

解释变量 Dfin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279 2. 662 0. 758 1. 151 4.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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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变量含义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介变量 Pent 平台企业创业 279 0. 116 0. 147 0. 000 1. 000

控制变量

Eagg 经济聚集程度 279 0. 026 0. 039 0. 000 0. 218

Fdec 财政分权 279 0. 477 0. 195 0. 094 0. 931

Einp 教育投入 279 0. 044 0. 023 0. 022 0. 168

Tinp 科技投入 279 0. 005 0. 003 0. 002 0. 013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基于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见表 3。 模型(1)为未加

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Dfin)的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 1%水平显著性

检验。 模型(2)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系数依然为正且通过 1%显著性检

验。 这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发展,验证了研究假设 1。 同时,加入的控制变量中,经济聚集

(Eagg)与平台经济发展(PE) 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地区的经济聚集有利于平台经济发展;财政分权

(Fdec)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干预会抑制平台经济的发展;教育投入(Einp)和科技投

入(Tinp)的系数都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带来了人力资源、科技创新等正

面作用,有利于平台经济发展。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PE PE

Dfin 0. 240∗∗∗ 0. 204∗∗∗

(8. 10) (6. 95)

Eagg 3. 290∗∗∗

(4. 99)

Fdec -0. 160∗∗

(-2. 13)

Einp 1. 220∗∗

(2. 14)

Tinp 4. 366∗∗

(2. 11)

常数项 -0. 250∗∗∗ -0. 265∗∗∗

(-5. 38) (-4. 46)

省份固定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样本量 279 279

R2 0. 800 0. 828

　 注:∗∗∗
 

P<0. 01,
 

∗∗
 

P<0. 05,∗
 

P<0. 1;括号中为 t 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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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证实了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平台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针对前文理论分析所述,引入中介

变量平台创业(Pent),检验数字金融通过激励平台创业促进平台经济发展这一作用机制。 表 4 汇报了机

制检验结果,在模型(3)证实了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模型(4)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Dfin)对平台创业(Pent)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金融对平台创业有刺激作用。 进一步分析,模
型(5)数字金融和平台创业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正,且数字金融系数 0. 136 较直接效应

模型(3)中 0. 204 有所降低,表明平台创业是数字金融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中介机制,属于部分中介效

应。 Sobel 检验也佐证了中介效应存在,平台创业中介效应为 0. 068,占总效应 33. 33%。 综上所述,数字

金融可以通过激励平台创业促进平台经济发展,支持了假设 2,表明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存在平台

创业的调节影响,验证了理论分析的观点。
表 4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3) (4) (5)

PE Pent PE

Dfin 0. 204∗∗∗ 0. 432∗∗∗ 0. 136∗∗∗

(6. 95) (5. 40) (4. 82)

Pent 0. 157∗∗∗

(7. 25)

Sobel 值 0. 068∗∗∗

中介效应占比 33. 33%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9 279 279

R2 0. 828 0. 526 0. 859

(三)非线性影响检验

针对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以数字金融和平台创业的面板

门槛模型进行检验。 根据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 5),数字金融变量存在双门槛,平台创业变量存在单门

槛。 基于此分别对数字金融和平台创业进行双门槛和单门槛的模型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 数字金融自

身存在双门槛,门槛值分别为 1. 806、3. 777,不同门槛条件下数字金融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96、0. 068 和

0. 083,均在 5%水平下显著。 可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其对平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

“先高后低再高”的特征。 这个特征与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标的发展趋势相似。 结合数字金融的发展过

程分析,在数字金融发展初期,移动支付的推广普及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促进平台经济蓬勃发

展;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持续推进,移动支付用户日趋饱和,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有所放缓。
同时平台经济前期的粗犷发展也暴露出了如垄断、金融安全、隐私侵犯等问题,使得金融监管力度提高,
放缓了平台经济的发展速度;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技术与金融业务的结合愈加深入,数字金融普惠性功能

进一步释放,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得到提升,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支持创业、创新活动。 同时,政策的

积极引导也促进了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进而推动了平台经济的整体进步。
平台创业方面存在单门槛,门槛值为 0. 417。 当平台创业越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系数由 0. 149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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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 166,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随着创业活动的增加,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

提高。 “数字金融和平台创业的门槛模型”都表明了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数字金

融使用深度的提高和平台创业活动的增加都会显著地提升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上述结

果验证了假设 3、假设 4。
表 5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个数 F 统计值 P 值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是否存在

Dfin

单门槛 64. 690 0. 000 16. 676 21. 843 34. 908 是

双门槛 31. 930 0. 017 16. 599 21. 414 35. 761 是

三门槛 29. 950 0. 533 66. 066 77. 604 101. 003 否

Pent
单门槛 69. 810 0. 001 24. 507 30. 476 45. 722 是

双门槛 22. 110 0. 134 24. 144 31. 114 47. 580 否

　 注:使用自助法 bootstrap 检验,抽样次数 1
 

000 次。

表 6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门槛变量

Dfin Pent

门槛值
d1 1. 806

d2 3. 777
 
0. 417

Dfin·I(d≤d1) 0. 096∗∗∗ 0. 149∗∗∗

(3. 08) (5. 30)

Dfin·I(d1 <d<d2) 0. 068∗∗ 0. 166∗∗∗

(2. 19) (6. 05)

Dfin·I(d≥d2) 0. 083∗∗∗

(2. 82)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样本量 279 279

R2 0. 872 0. 856

(四)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1.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设计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7。
(1)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 考虑到本文被解释变量平台经济和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可能存在

一定的反向因果问题,首先采取滞后一期内生变量的方法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 列(1)显示,数
字金融滞后一期仍然显著地促进了平台经济发展。

(2)替换被解释变量。 鉴于目前平台经济量化研究较少,使用此前研究平台经济较常用指标电商销

售额替换平台经济发展指数。 列(2)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系数依旧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3)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 3 个子指标构成,包括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

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 本文将使用 3 个子指标分别替代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重新进行估计。 列(3)中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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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覆盖广度系数不显著,而列(4)、列(5)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系数分别为 0. 113 和

0. 076,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平台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地促进平台经济发展。 这意味着数字金融服务在

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主要来自于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和数字金融服务使用深度的增加,而不仅仅

是数字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滞后一期
替换

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覆盖广度

替换解释变量

使用深度

替换解释变量

数字化程度

Dfin 0. 191∗∗∗ 0. 411∗∗∗ 0. 006 0. 113∗∗∗ 0. 076∗∗∗

(6. 70) (7. 64) (0. 14) (6. 92) (7. 1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48 279 279 279 279

R2 0. 834 0. 561 0. 792 0. 827 0. 830

2. 内生性讨论

(1)工具变量法。 尽管前文通过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可能由反向因果

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仍具有一定局限性。 基于此,本文试图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更好地解决内生性问

题。 历史股票交易情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个地区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而数字金融的发展通常需要活

跃的金融市场作为基础。 与此同时,平台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实现交易、物流、支付等经济活动

的模式,其与股票市场的交易情况并不相关。 具体而言,本文选择 2001 年各省在沪市的股票交易金额

(数据来源于 RESSET 数据库)除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各省 2001 年股票交易活跃度。 运用对于面

板工具变量的构建方法[43] ,引入上一年度全国互联网用户数这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分别与各省 2001
年股票交易活跃度相乘,得到该年数字金融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Ⅳ。

表 8 汇报了工具变量Ⅳ的回归结果。 根据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无论加入控制变量与否,Ⅳ的系

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工具变量对于数字金融有较强解释能力。 同时 Kleibergen-Paaprk
 

LM
统计量在 1%水平下显著,Kleibergen-Paaprk

 

Wald
 

F 统计量也超过了 10%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意味着不

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的问题。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在采用工具变量减缓内生性后,数字金融

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并且相比于基准回归系数有所提高。 以上检验表明了工具变量

选取的合理性,进一步佐证了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平台经济发展这一结论。
表 8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第一阶段:Dfin 第二阶段:PE

Ⅳ 0. 044∗∗∗ 0. 053∗∗∗

(0. 007) (0. 007)

Dfin 0. 631∗∗∗ 0. 508∗∗∗

(0. 099) (0. 076)

021



第 4 期 许晓静,邵腾伟: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续表8

变量 第一阶段:Dfin 第二阶段:PE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rk
 

LM 10. 462∗∗∗ 12. 020∗∗∗

Kleibergen-Paaprk
 

Wald
 

F
25. 358 39. 152

[16. 38] [16. 38]

样本量 279 279 279 279

R2 0. 994 0. 995 0. 895 0. 924

　 注:∗∗∗
 

P<0. 01,
 

∗∗
 

P<0. 05,
 

∗
 

P<0. 1;圆括号中为标准误,方括号内为 Stock-Yogo 检验 10%临界值。

(2)GMM 动态面板分析。 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及序列自相关,可能导致内

生性问题。 因此,加入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指数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利用差分

GMM 模型和系统 GMM 模型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结果见表 9,模型

(1)和模型(2)中 AR(1)都小于 0. 05,而 AR(2)都大于 0. 1,表明序列只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不存在二

阶序列自相关。 Hansen 检验值都位于[0. 1,0. 25]的区间内,表明工具变量均有效,满足动态面板模型条

件。 回归结果显示,差分 GMM 模型和系统 GMM 模型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Dfin 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

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数字金融仍对平台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前文得到的结论一致。
表 9　 GMM 动态面板回归

变量
(1) (2)

DIFF_GMM SYS_GMM

L. HQPT 0. 795∗∗∗ 0. 959∗∗∗

(17. 06) (23. 47)

Dfin 0. 027∗∗∗ 0. 013∗∗

(5. 70) (2. 49)

控制变量 是 是

AR(1) 0. 011 0. 020

AR(2) 0. 111 0. 247

Hansen 检验 0. 191 0. 117

样本量 217 248

(五)进一步研究:区域异质性

如前文图 1 所示,各地区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对于不同地区,数字金融对平台

经济发展的影响或许也有一定差异。 因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四个区域(根据

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通过对分区域样本统计,如表 10 所示,我国数字金融和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区域间的差异性。 东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相较于其他地区有较大的领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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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落后,而中部与西部、东北差距较小。 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对分

区域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1 所示,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区域间的不均

衡,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而其余地区影响作用微弱且不显著。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
数字技术的特点是脱离地理空间限制和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这促进了经济落后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发展,
使其共享数字经济的普惠红利。 然而,数字金融作为金融服务的一种形式,金融功能的发挥仍然依赖于

经济活动的生产和生活,无法脱离实体经济。 由于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的存在,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技

术手段实现了获取服务的公平机会,但其服务实体的金融本质仍然遵循相对集中的发展结果[44] 。 东部

地区经济发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数字金融在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和使用活跃度仍然具有优势,使得东

部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 再结合前文对门槛效应的

分析,当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的硬、软件水平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后,数
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影响作用会更显性。

表 10　 分区域样本统计

地区 样本量 PE 均值 Dfin 中位数

东部 90 0. 302
 

8 0. 607
 

4

中部 72 0. 169
 

2 0. 324
 

9

西部 90 0. 149
 

0 0. 271
 

4

东北 27 0. 144
 

2 0. 337
 

9

表 11　 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Dfin 0. 299∗∗∗ 0. 001 0. 004 -0. 023

(3. 39) (0. 02) (0. 10) (-0. 1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90 72 90 27

R2 0. 885 0. 973 0. 892 0. 985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构建了平台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选取

我国 31 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对 2013—2021 年各省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并引申

出建议。
第一,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 特别是数字金融指数中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指标充分发挥了数字金融在提升平台经济发展效率、稳定性的积极作用。 在政策建议上,一是政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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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金融进一步发展,支持区块链金融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成熟,为平台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更多的

金融创新工具和风险监控支持。 二是政府加大支持数字技术创新的力度,为数字金融提供更多的技术支

持和创新环境,为平台企业提供更多的信用通道,引导数字金融“脱虚向实”,充分释放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量。
第二,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呈现“先高后低再高”的非线性特征。 一方面

反映出平台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治理调整—健康发展”的历程,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数字金融对平台

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数字金融自身的发展效应的影响。 目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更需要加强使用深度的

提升。 由此建议鼓励金融机构与地方平台合作,开发针对农村电商、县域中小企业的定制化金融产品;政
府分阶段优化数字金融政策,适配发展周期,如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支持区块链、AI 等技术在供应链金融、小微普惠领域的应用,提升服务精准度。
第三,平台创业在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并存在门槛效应。 这反

映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推动平台创业来实现平台经济发展;随着平台创业活动的增加,数字金融对平台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因此,政府可以提供财政和税收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开展数

字金融业务,充分发挥其在创业激励上的作用,为平台创业者提供更好的创业场域。
第四,平台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水平呈现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空间格局,并且数字金融对平

台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 平台经济的区域异质性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与金融服务

功能发挥密切相关,而平台经济发展并未改变目前我国经济活动的空间不平衡。 因此,应构建梯度化区

域发展策略,激活中西部内生动力。 东部地区可以试点跨境数据流动与数字金融开放政策,支持头部平

台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中西部、东北各省发挥各级地区的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平台经济对生产

要素流动效率,打通“生产—流通—融资”闭环。 通过差异化的政策供给与系统性制度创新,既发挥东部

地区的创新辐射作用,又可激活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最终推动平台经济从“地理集聚”向“功

能协同”转型,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结构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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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XU
 

Xiaojinga,b,
 

SHAO
 

Tengweia

(a. Institute
 

for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b.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xperimental
 

Teaching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Using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this
 

study
 

employ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construct
 

an
 

index
 

for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By
 

employing
 

the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h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and
 

the
 

spatial
 

effect
 

model,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igital
 

financ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e
 

empowers
 

plat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on
 

platforms.
 

Non-linear
 

tests
 

reveal
 

that
 

the
 

promotional
 

effect
 

of
 

digital
 

fi-
nance

 

exhibits
 

a
 

dynamic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
 

of
 

“high
 

at
 

first,
 

then
 

low,
 

and
 

high
 

again. ”
 

The
 

regional
 

het-
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platform
 

economy
 

follows
 

a
 

gradient
 

pattern
 

of
 

“eastern
 

region>central
 

region>western
 

region>northeastern
 

region,”
 

with
 

the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being
 

most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results
 

confirm
 

that
 

digital
 

finance
 

ha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mproving
 

the
 

digital
 

financ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
conomy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real
 

economy.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optimizing
 

regional
 

digital
 

financ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
Keywords:digital

 

finance;
 

platform
 

economy;
 

platform
 

entrepreneurship;
 

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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